
《乐记》: 宋代词学批评的纲领

彭国忠

内容提要 作为儒家关于音乐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乐记》经由科举考试等途径，成为
宋人诵习、研读的经典，从而对宋代词学批评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上升为宋人进行词学批
评的纲领。这体现在五个方面: 词的起源上，认为乐由心起，感物而动; 词的功能观上，提
出声与政通，节情和众; 词人品评上，要求声与人通，哀乐由衷; 词的审美上，崇尚中和雅

正; 词的歌唱上，以合节可歌，谐美协律为最高标准。
关键词 《乐记》 词学批评 声与政通 声与人通

宋代是经学时代，研读儒家经典，是读书人的自觉。宋代又是科举时代，研读儒家经典，成为士
子日常功课。《乐记》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官颁音乐典章①，作为 《礼记》的一部分，而成为儒家经
书。宋代将《礼记》纳入科举考试的九经或五经中，著为功令，诱使 ( 甚至带有一定强迫性质) 读书
人诵习其文字，理会其内容旨趣，从而使士人从少小时便接受了经文经义的熏陶，完成了合乎儒家传

统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其以后的人生中，无论发言立行，还是创作吟诵，都大体按照儒家经典的规

定行事，至少不违背其精神。
《礼记》像其他经典一样，主要是诸科考试的一项内容，有时出现于帖经中，有时出现于墨义中。
庆历四年 ( 1044) 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言: “诸科举人，九经五经，并罢填帖，六场皆问墨
义。其余三礼、三传已下诸科，并依旧法。”② 第一场、第四场、第六场皆有 《礼记》。当然，专治
《礼记》的人数比其他经典少，朝廷便采取一些措施，如放宽录取名额，以刺激更多的人从事 《礼记》
的学习与研究。元丰二年 ( 1079 ) 八月二十六日，判国子监张璪称: “‘治 《礼》举人，比 《易》、
《诗》、《书》人数绝少。乞自今在京发解礼部进士，《周礼》、《礼记》比他经分数倍取。’从之。”③

宋代的进士考试，也要考 《礼记》等。哲宗元祐元年 ( 1086) 八月二十一日，礼部言: “元丰贡
举，令诸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今太学已置 《春秋》博士，乞于
上条内‘礼记’字下，添入‘春秋’二字。从之。”④ 元祐四年四月十八日，礼部言: “经义进士并习
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⑤ 国子监、太学试，有时也从 《礼记》中
出题。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称唐仲友 “居与陈同甫为邻。同甫虽工文，而以强辨侠气自负，
度数非其所长。唐意轻之，而忌其名盛。一日，为太学公试官，故出 《礼记》度数题以困之。同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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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见黜。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诸考官，咸笑其空疏”①。所以，宋代读书人多数从小就要诵读、研习
《礼记》等经典，甚至各地一些颖慧的童子，因为能够念诵、理解 《礼记》等经典大义，而被赐为五
经出身，《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记此类甚多。
考试所需、功令所诱，加之宋人读书成风，故其对 《礼记·乐记》这样经典的熟悉、了解、理

会，亦是自然而然之事。当其发表音乐见解和词学论述，品评词人词作，也就是进行所谓词学批评时，
自会自觉地遵循《乐记》思想，运用《乐记》话语。本来，经学之于中国古人，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准
绳、根据的作用。《乐记》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它的许多概念、语词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表述和表现，
实已成为宋代词学批评的 “有机组成部分”。宋代词学批评，每以《乐记》为法，《乐记》实为宋代词
学批评的纲领。

音由物起，感物而兴: 词乐批评

宋代的词乐批评，首先表现为遵从《乐记》音由心起、感物而生的精神，探索词的起源问题。
《乐记·乐本》开宗明义阐述音乐起源时指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
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 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
乐。”在音乐源起的探讨中，《乐记》指出音起于声，乐起于音: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
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 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 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
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 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 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
于物而后动。”音乐起源中的这个物感说，其具体感发源，则被简单概括为奸声、正声二类: “凡奸声
感人，而逆气应之; 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 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
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奸、正二端，无论用于概括复杂多样的人
心，还是区分丰富多彩的声音，都不免类型化，但无疑又具有代表性，因而使阐述变得简明扼要。宋
人从根本上接受了物感说及其带有一定比附色彩的论说方式，再由此进行引申。
仁宗景祐三年 ( 1036) ，韩琦向仁宗皇帝上奏议云: “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

于物，则噍杀啴缓之声随而应，非器之然也。”② 韩琦论雅乐的这段话，自物感之精神实质到文字，皆
来自《乐记》，目的在于论证音乐非乐器使之然，乃是人心感于物使之然; 而欲制作雅乐，必须创造
治世的环境，使百姓从治世中感受到歆乐、和谐，从而感动内心的喜、悦、平、和之气，先古雅乐便
可兴生。后来，南宋吕中赞韩琦云: “善乎韩琦之言曰: 乐音之起，生于人心; 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
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海内击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也。”③ 彭百川亦谓: “右司谏韩琦言:
乐音之起，生于人心。臣初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纯熙浃洽，海内击壤
鼓腹以歌太平，斯乃隆古之乐，可但以气象求乎?”④ 韩琦取资《乐记》的乐音起于人心之感物说，在
后来的宋人中获得广泛讨论。
黄裳则对韩琦与 《乐记》说进行综合，并使之更加完善。他指出: “乐之实，本于性，根于心，

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于外物也; 外物为之感发而已。”他认为乐起于人心而非起于外物，外物
只是感发了人心。“乐生于夷旷，故其声啴以缓。喜生于惬适，故其声发以散。哀则抑，故噍以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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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扬，故粗以厉。敬则义心感也，故其声直以廉。爱则仁心感也，故其声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动于
中而形于心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则静矣。无六者之动，言性则合矣。无六者之别，物
能动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为之慎焉。”① 乐、喜、哀、怒、敬、爱
六情论，完全来自《乐记》; 黄裳则于六者之感外，申论六者之动、之别，以完善物感说。朱熹论乐
也持物感说: “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② 这里，朱子虽然对时人不晓音乐器数不满，表现出与韩琦认识的不完全相同，但关于音乐
起于人心的看法则一。朱熹还举例说: “且如乐，今皆不可复考，今人只会说得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说不去。”③ 这段话也涉及音乐与音乐制度之关系，换
了一个角度，强调音乐制度之重要，而侧面反映出音起于人心之感物，乃宋人之常识、共识。
宋人对词之起源的探索，经由不同的路径，有从长短句句式入手的，有从词乐切入的。而通过词

乐研究词的源头，宋人的观点也呈现出开放性。沈括认为: “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
谐会。今人则不复知其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
相谐故也。”④ 在唐宋词的比较中，他坚持哀乐情感是音乐 ( 含词) 的本源，“哀乐与声相谐会”，这
便清楚地说明了词 ( 乐) 之起源。一般认为，唐宋词所配之乐，乃燕乐，其配合方式为先乐后词，而
王灼认为: “《乐记》曰: ‘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
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
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⑤ 他继承《乐记》乐由心生等思想，而批评先乐后词的填词方式，认为应该
是人心感物而有诗 ( 歌词) ，有诗 ( 歌词) 之后而有声律，有声律而有乐歌。这反映出他对燕乐性质
认识的一定混乱。当然，这种认识，是由他对乐与人关系的要求决定的。
陆游则认为: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

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
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⑥ 尽管陆游不无感慨地认为词
体晚起而凉薄，但显然他是把长短句词体纳入中国音乐的发展史中予以讨论。张侃总结诸家之说而谓:
“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 ‘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 《题谭该乐府》云: ‘世谓乐府
起于汉、魏。’……然乐府之坏始于 《玉台》杂体，而 《后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
李太白、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乐》、《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 《渔家傲》、《御
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⑦ 此论带有纯粹以乐府为词体源头之意，我们若孤立地从词体起源于
燕乐角度加以否定、指责，将根本辜负宋人认真探讨这个问题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理念，盖其中深含着
他们对恢复先王雅乐的期待，对治世之音及治世的向往。
需要说明的是: 《乐记》固然只论乐，我们此处的探讨也以乐为主，较少涉及配合燕乐歌唱的词，

但这不是混淆“词”或“诗”与“音”或 “乐”等概念，而是出于这样的思考: 诗乐配合，文词与
声调一致。早在孔颖达为《关雎·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作 《正义》已谓: “诗是乐之
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钱锺书先生据此反驳戴震 “凡所谓 ‘声’、所谓 ‘音’，非言其
诗也”之说，称之为“厥词辨矣，然于诗乐配合之理即所谓 ‘准诗’者，概乎未识”; 又驳汪士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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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自为诗，词也; 声自为声，歌之调也，非诗也…… 《乐记》之……郑、卫、宋、齐之音……非其
词之过也”云: “实与戴氏同归，说较邃密耳。然亦有见于分、无见于合也。”① 这也正是本文的认识
和论述的出发点。

声与政通: 词与社会、时代关系的表述

《乐记》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
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声与政
通，考察的对象显然包含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三种类型。尽管有着治世、乱世可谓 “世”，
亡国不称世因其国将亡无复继世; 以及治世、乱世皆云政，亡国因国将亡无复有政而称 “其民困”之
别②，但人们往往并不如此细微区分而是整体考察。
声与政通观念，在宋人首先表现为直接阐述词关治体这个思想。《宋会要辑稿》载: 嘉祐七年八

月，翰林学士王珪言: “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
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心乎?”③ 沈括说: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
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 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
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 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以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
也。”④ 这几乎就是《乐记》的翻版。陈岩肖称宋高宗“当内修外攘之际，尤以文德服远”，作 《渔父
辞》十五章，“其中又一章曰: ‘春入朝阳花气多，春归时节又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
何?’此又有进用贤材之意，关治体也”⑤。称美宋高宗皇帝在 《渔父词》中表达进用贤才之意。这种
解读式的批评中，显然包含着乐与政通思想。
宋人运用《乐记》“声与政通”思想于词学批评，最为成功的案例是指认一些词作反映了本朝政

治之清明、风俗之淳厚。张邦基载: 宗室词人赵仲御上元扈跸作 《瑶台第一层》词，反映了北宋的太
平气象: “每使人歌此曲，则太平之象，恍然在梦寐间也。”⑥ 祝穆记范镇曾言: “仁宗四十二年太平，
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⑦ 范镇从柳词中读到仁宗四十二年的太平气
象，尽管仁宗不领柳永的情。而黄裳说得更充分: “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
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
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 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
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⑧ 认为词人作为盛世华美的代言人，不可或缺。晁端礼 《鹧鸪天》词序
云: “晏叔原近作《鹧鸪天》曲，歌咏太平，辄拟之为十篇。野人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
闻万一而已。”⑨ 他指出，小晏之词歌咏了徽宗时期的盛世太平，令他生出拟效之心。朱敦儒跋曹勋
《谒金门》 ( 春待去) 、《酒泉子》 ( 霜护云低) 二阕“盖治世安乐之音”瑏瑠，亦是《乐记》思想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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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6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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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松《宋会要辑稿》，第 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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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272 页。
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宋本。
黄裳《书乐章集后》，《全宋文》，第 103 册，第 106 页。
晁端礼《鹧鸪天》词序，《全宋词》，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 册，第 437 页。
朱敦儒跋语，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曹勋《松隐集》卷三八。



对乱世之音，宋人多持批判同情的态度。这以对李后主词的批评为突出。陈鹄云李后主围城中
《临江仙》，“后有苏子由题云: ‘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① 黄昇评李煜 《乌夜啼》云: “此词最
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② 李清照云: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
臣尚文雅……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③ 一方面认可南唐君臣尚文雅，小词语奇，一方面言其词
作属于“亡国之音哀以思”，含有惋惜、同情之意。
由声与政通，必然推出一些词为亡国之谶。本来，《乐记》中的“亡国之音哀以思”，即因 “亡国

之时，民心哀思，故乐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④。宋代词学批评大量材料都是关于词谶的记载。
这以自宋初即已开始的对前代的批评为主。邵思云: “南唐后主精于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绝。开宝中，
国将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广念家山破》，其谶可知也。”⑤ 吴处厚云: “王衍在蜀……与
母同祷青城山，宫人毕从，皆衣云霞画衣，衍自制 《甘州词》，令宫人歌之，闻者凄怆。又衍造上清
宫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像，衍躬自荐享，城中士女游观阗咽，谓之 ‘寻唐魂’。后国亡归唐，至
秦川驿遇害。”⑥ 佚名引《翰苑名谈》及《诗话》云: 李后主“当围城时，作长短句曰: ‘樱桃落尽春
归去……’章未就而城破。及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 ‘帘
外雨潺潺，春意将阑……’含思凄婉，殆不胜情……又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皆
意气不满，非久享富贵者，其兆先谶于言辞云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谓欤?”⑦ 所谓 “哀以
思”的亡国之音，都是后来追认，但选择的模式则是一致的文学—政治批评。
在盛世之音、衰亡之音外，声与政通还有一个指向，就是反映社会生活、风俗民情。前引黄裳书

柳词后，即有“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之论，项安世论柳词之语可与此
合勘: “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⑧ 正是“实说”，使词具有反映时代、社会风俗、人情之
功用。王灼论述歌曲节拍乃自然之度数，古今一理，今人、古人都是 “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因事
作歌，抒写一时之意”，“古今所尚，治体风俗，各因其所重，不独歌乐也”，其 “本之性情，稽之度
数”，正是来自《乐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性情为声、乐之本，性情又得
于物 ( 客观之物与人类社会之所有) 感，《乐记》的音乐、歌曲起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王灼。王灼
的这段话，恰是对《乐记》指导宋人进行词学批评的深刻揭示，故宋代的词学批评，大量的内容是词
本事的记录和考证，甚至早期词话如杨绘 《时贤本事曲子集》，即以本事命名; 杨湜 《古今词话》除
却本事及其词外，评论的内容很少。本事记载中，有胡铨、张元幹力抗秦桧的 《金缕曲》词事，还有
宇文叔通出使金国而被羁留于立春日作 《迎春曲》等。这些方面，构成社会、人生之一部分，故宋人
很认真地加以记录。这种实录态度，正反映出宋人词学批评中的社会现实意识。

声与人通: 词与作者其人关系的表述

《乐记》在阐述乐由人心感物而发之道理时，往往是可以指向声与人通的。因为它更关注乐与政
通这一政治化的现实伦理意义，便相对淡化了乐与人的关系。但是，尽管如此，《乐记》还是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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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作了明确规定: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
说，关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 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又曰: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
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味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此论之真义，宋代黄震有较
深刻的理解，其《读礼记·乐记第十九》释云: “乐出于人心之自然，故曰情之不可变。孔氏谓此章
旧名: ‘乐，情者也; 礼，则尊卑上下之理。截然而不可易。’”① 这个疏解，也正反映了宋人对 《乐
记》的认识与接受。“情之不可变”、“乐不可以为伪”，简括则为声与人通。所谓声与人通，在宋代词
学批评中，内蕴三层要义: 词 ( 声) 能真实反映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 词与作者为人一致; 作者的个

性、人格等等内属特征，可以通过词作体现出来。
声与人通，其最核心也是最有价值的命题，是导出对词作抒发情感———真实情感的认可，对性情

的张扬。沈括称: “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
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所谓 “哀乐与声相谐会”
等，就是说歌词由衷，伪饰之情无以动人情。前引王灼语有云: “或问歌曲所起，曰: 天地始分，而人
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 《乐记》曰: ‘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
心，然后乐器从之。’故有心则有诗，有诗则有歌，有歌则有声律，有声律则有乐歌。永言即诗也，非
于诗外求歌也。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王灼之所以反对当时先乐后词的填词方式，更
深层的原因是: 先乐后词，将使词人之志、之情、之心，不能得到最直接最真实的表达。
张耒对词作抒发真情的论述，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而具有经典性: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

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
刘季、项籍。此两人者，岂有儿女之情哉? 至其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
含思凄婉，闻者动心焉。此两人者，岂其费心而得之哉? 直寄其意耳。”② 在张耒看来，刘邦过故乡而
感慨，项羽别虞姬而泣下，皆真情流露，其 《大风歌》、 《垓下歌》，皆真情发动发于言辞流为歌词。
论者往往强调张耒“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直抒情感的方式，殊不知此种方式之得以实现的前提，
是心中要有充沛的、真实的情感。而所谓以歌词为“寄意”之句，只是此命题的衍伸物。张耒的 “天
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其实就是《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的另一种表述; 当然，他对
情性的张扬，又非《乐记》节情以致中和、中正思想所完全允许。
即使如此，认可情感的真实性，承认小词抒情的合法性，就宋代词学批评而言，还是深具远识闳

义的，它必然进一步承认苏轼、辛弃疾等人词作抒发豪迈放达之情的合理合法性。这涉及词与人一致
的传统命题。晁补之历评柳永、欧阳修、晏殊诸公，而于苏轼云: “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
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③ 固然有为苏轼词部分不合音律的维护，更重要的是指出苏词不
固守音律这一特征，而苏词之不固守音律，显然与他的诗化词学观及其为人之个性相关。范开称: “器
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
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④ 这段话概括地论述了苏轼、辛弃疾
两大豪放词代表作家词与人一致的事实，也指出了豪放之情感与词作风格，同样缘乎其人心、人情。
同时，他提出“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此言完全可以当作是引导我们上溯 《乐记》
去认识宋代词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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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词与作者为人一致的问题上，宋人也有疑惑，不是绝对地相信。俞文豹云: “欧文忠、范文
正，矫矫风节，而欧公词云: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又: ‘薄幸辜人终不愤，何
时枕上分明问。’文正词云: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又: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
肠，化作相思泪。’情之所钟，虽贤者不能免，岂少时作邪?”① 此类情韵胜人的小词，颇令宋人感到
不类作者为人。吴处厚云: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 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
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 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
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② 他所举之例，除张咏《席上赠官妓小英歌》等诗歌外，尚有韩
琦晩年镇北州病后作《点绛唇》 ( 病起厌厌) ，以及司马光所作 《阮郎归》 ( 渔舟容易入春山) 词。不
过，即使“不类其为人”，其预设之前提，也仍然是词类其人，与其为人一致。
如同声与政通导出词为亡国之谶一样，词与人通，在宋人也多导出词为人谶的判断。王灼载夏几

道为黄大舆词集《乐府广变风》作序称: “惜乎语妙而多伤，思穷而气不舒，赋才如此，反啬其寿，
无乃情文之兆欤。”所谓情文之兆，陈述的是一个普遍的批评观念。有人以李煜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之语，为其未几下世之先兆者。《侍儿小名录》云: “钱思公谪汉东日，撰 《玉楼春》词
曰……每酒阑歌之，则泣下。后阁有白发姬，乃邓王歌鬟惊鸿也。遽言: ‘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
《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亦将亡乎。’果薨于随州。邓王旧曲亦尝有 ‘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
空泪眼’之句。”③ 钱惟演的《玉楼春》词，也成为谶言。《艇斋诗话》载: “秦少游词云: ‘春去也，
落红万点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词。方少游作此词时，传至予家丞相，丞相曰: ‘秦七必不久于世，
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④ 张舜民 《画墁录》亦载: “波唐善词曲……王广渊以乡
闾之素辟渭州签判，作《雨中花》云: ‘有谁念我，如今霜鬓，远赴边堠。’广渊闻之亦怒，责歌者，
唐郁不自安，竟卒于官。先自曲初成，识者曰: 唐不归矣。以其有 ‘身在碧云西畔，情随陇水东流’
之语，已而果然。”⑤ 此类记载在宋人尚有许多，其基本思路都是词与人通，词与作者心声、精神状态
甚至命运一致。

雅正: 对词的整体规范

《乐记》从外物易引致人心之情欲放荡故须以礼节情方面，对乐加以限制: “人生而静，天之性
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
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
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又说: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
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
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

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在节制好恶等情欲的基础上，标举 “和”、“雅”之帜，所谓 “乐者，天地之
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所谓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先王制乐之方，即在于 “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

·87·

文学遗产·二○一四年第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俞文豹《吹剑录》，明陶宗仪《说郛》卷二七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第 81 页。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引《西清诗话》，《词话丛编》，第 175—176 页。
曾季貍《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02 页。
张舜民《画墁录》，《丛书集成新编》本，第 86 册，第 593—594 页。



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
记》之论性与情，先天地成为宋代理学思想资源之一，而其“和”、“雅”的标准，亦成为宋人进行词
学批评的基石。
综观宋人论雅，内涵三义，一是内容之雅正，特别是对男女之情的约束; 二是语辞高雅; 三是音

律词调高雅。实际上是对词从音律、语辞，到思想内容的整体规范。
内容雅正，是宋人最为关心的话题。王灼称万俟咏 “初自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

《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雅首先与侧艳相对立。王灼进一步贬斥李
清照词“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甚至以陈后主、
元、白、温庭筠、曹组为比，以为这些写过“艳丽”、“纤艳不逞”、“尤具怪艳”、“纤艳不逞，淫言
媟语”、“侧词艳曲”、“鄙秽歌词”的人，“皆不敢”写出李清照那样的词。这里，对李清照的批判未
免过当，但就理论意义而言，自不可否定。其中所揭 “纤艳”、“艳丽”、“侧词艳曲”、“淫言媟语”、
“鄙秽”等语辞，几乎涵盖了不雅词的全部内涵。南宋初年，曾慥编 《乐府雅词》，他对雅的理解，可
从两方面看: “涉谐谑则去之”，“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
曲，缪为公词，今悉删除”，即雅不涉谐谑、不艳。黄昇评马庄父 《鹧鸪天》 ( 睡鸭徘徊烟缕长) 云:
“闺词牵于情，易至诲淫……前数语不过纤艳之词耳，断章凛然，有以礼自防之意。所谓发乎情，止乎
礼仪，近世乐府，未有能道此者。”① 以礼自防、发乎情止乎礼义，是对雅正的最合乎儒家源义的阐
释。张直夫为李彭老词所作序云: “靡丽不失为国风之正，闲雅不失为骚雅之赋，摹拟玉台，不失为齐
梁之工。则情为性用，未闻为道之累。”② 此处即自觉运用 《乐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思想，
于词学批评中，标榜“雅”、“正”。宋末张炎《词源》则进一步正面提出“雅正”、“和雅”、“雅词”、
“古雅”、“骚雅”、“淡雅”等概念，且“骚雅”、“雅正”都反复出现，为宋代词论注入新的内容，丰
富了雅的内涵。
语辞高雅，要求语言雅而不俗。吴曾论冯延巳 《长命女》三愿词， “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

可以无愧”，后遭宋代俗子隐括为 《雨中花》，则 “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③。比较冯词与无名
氏俗子词即可知，这种雅俗之别，主要是俗词增添 “且”、“恰”、“得”等口语词，及 “做个大宅院”
之类俗句。沈义父对下字用语之雅俗多有论述: “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又评施岳词:
“读唐诗多，故语澹雅。间有些俗气，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评孙花翁词: “雅正中忽有一两句市
井语，可惜。”又称: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又提出: “要求
字面，当看温飞卿、李长吉、李商隐及唐人诸家诗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④ 无论直评某词
高雅，还是反面指出其有俗气、市井语，都是着眼于用语之高雅。宋人对俗语、俗词的批判，可谓不
遗余力，而又集中在对柳永、康与之等人词的批评上。陈师道论柳永 “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
之”⑤。李清照也评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王灼评柳词 “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
好之”，《艺苑雌黄》评柳词“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等皆是。
音律、词调之雅，一是音声之雅正，二是崇尚古曲古谱。王灼曾从纯粹声、律角度，论雅郑之别:

“或问雅郑之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至论也。何谓中正。凡阴阳之气，有中有正，故音乐有正
声，有中声。二十四气岁一周天，而统以十二律。中正之声，正声得正气，中声得中气，则可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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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用，则平气应，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气而用中律，得中气而用正律，律有短长，气有盛衰，
太过不及之弊起矣。”王灼之论，远绍 《乐记》阴阳之气、度数等思想，而本旨在说气—声—律三者
一体，得中气、正气而后有中正之声; 得中正之声而后有雅。此雅，乃音律之雅。胡仔评古词高雅云:
“旧词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惟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① 胡仔
之意，高雅自然包含“腔调婉美”在内。吴曾论石刻传言李白 “仙女侍”一首云: “刘无言自倚其声
歌之，音极清雅。”② 沈义父也提出填词要用好腔，要以古雅为主，其称: “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
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只当以古雅为
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③ 古谱高雅，与嘌唱之腔不同。而
所谓嘌唱，即当时流行于市井的小曲。
至于夏承焘先生所说南宋末年 “主张复雅的一派词人，一方面反对柳永、周邦彦的 ‘软媚’，另

一方面也反对苏轼、辛弃疾的‘粗豪’”④，实际源于张炎: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⑤

然宋人这样明确斥稼轩、刘过词非雅词者，仅此一家。且前引张炎在同书同卷又评稼轩 《祝英台近》
( 宝钗分) “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承认稼轩词骚雅，则夏说仅可备一说。
宋人对雅正之崇尚，对郑卫之音之声讨，经由北宋苏轼、周邦彦等人创作上之努力，至南宋词人

之明以“雅”命词集，如曾慥《乐府雅词》、鲖阳居士 《复雅歌词》、王柏 《雅歌》皆是，至词人以
雅命词，如张孝祥《紫微雅词》、周紫芝 《书曾虔 ( 处) 州 〈雅词〉后》、赵彦端 《介庵赵宝文雅
词》、程垓《书舟雅词》等，终于形成一场具有一定声势的 “雅化运动”。可以说，尚雅的理论与崇雅
的创作相表里，相互促进，使宋词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成就一代文学的辉煌。

累如贯珠: 五音谐和及歌唱之妙

唐宋时期，词乐犹存，为词而和谐动听，是词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宋人论词歌唱之谐美动听
之文字，如“词之作必须合律”⑥、“词中多有句中韵……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
以为闲字而不押”⑦等不胜枚举; 而在论述词歌唱之谐美动听时，宋人也以《乐记》为依归。
宋末张炎《词源》是宋代词论专著，其开宗明义即云: “宫属土，君之象，为信，徵所生。其声

浊，生数五，成数十。商属金，臣之象，为义，宫所生。其声次浊，生数四，成数九。角属木，民之
象，为仁，羽所生。其声半清半浊，生数三，成数八。徵属火，事之象，为礼，角所生。其声次清，
生数二，成数七。羽属水，物之象，为智，商所生。其声最清，生数一，成数六。”⑧ 这段高论，其精
神实质几乎全部出自《乐记》。它要说明的根本问题还是五音谐和，以化成天下之治。
《词源》又云: “词以协音为先”，法曲“其声清越”，大曲 “其声流美”，若 “小唱，须得声字清
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慢曲不过百余字，中间抑扬高下，丁、抗、掣、拽，有
大顿、小顿、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
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⑨。此论仍来自《礼记·乐记》: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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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贯珠之喻，乃歌声之美听感人也。
事实上，《乐记》“上如抗，下如坠”等七个妙喻，特别是 “贯珠”，早已成为宋人对词之歌唱的

最高要求，宋人言及歌唱之美听，自然是“贯珠”。言及贯珠，便自然知道出自 《乐记》。苏轼以 “歌
喉不共听珠贯”( 《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
有服》) 句形容歌声美妙，王十朋注引次公语: “《礼记》之言歌曰: ‘上如抗，下如坠，累累然端若贯
珠。”① 孙觌“又出侍姬持觞，临劝累珠妙曲”( 《与庄宣教》) 句，其门人李祖尧注: “《礼乐记》: 善
歌者使人继其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歌之为
言也，长言之也。东坡 《老饕赋》曰: ‘忽累珠之妙唱，抽独茧之长缲。’”② 亦以 《礼记·乐记》
为源。
王灼云: “子贡问师乙: ‘赐宜何歌?’答曰……师乙，贱工也，学识乃至此。又曰: ‘歌者，上如

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过钧容
班教坊者，问曰: ‘某宜何歌?’必曰: ‘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宠小令。’”此段议论，几乎全部来自
《乐记》 ( 此言子贡，《乐记》言子赣，赣音贡) : 前半部分阐述歌者由于性情不同而所歌有别，后半部
分则论歌之妙，以为歌唱之妙，没有超过累累乎端如贯珠者。又云: “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
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
《品令》云: ‘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方叔固是沉于习
俗，而‘语娇声颤’，那得‘字如贯珠’，不思甚矣。”王灼不但批评当时唱歌独重女音的现象，还批
评李廌误解了“贯珠”的含义。李廌误解“贯珠”之义，一是忽略《乐记》中 “端如贯珠”之 “端”
字，二是未细读孔颖达之疏，这在宋代经学发达的时代，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撇开宋人关于苏轼知贡

举时李廌未能登第的种种传说不谈，于经典如此生疏，其人之不第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呢? 郭茂倩

《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收有张志和等人《渔父歌》九首，解题云: “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夫欲上
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此歌之善也。”③ 亦以 《乐
记》中的七喻为美听之歌最高标准。
沈括云: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 ‘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

耳，字有喉、唇、齿、舌等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 ‘声中
无字’，古人谓之 ‘如贯珠’，今谓之 ‘善过度’是也。”④ 这段话对善歌的标准作技术分解，并对
“如贯珠”等从当时的习惯说法找出对应语，不是简单地袭用 《乐记》。它后来几乎全被 《能改斋漫
录》转录。不过，在“此谓之 ‘声中无字’后”，《能改斋漫录》特意加上 “《礼》曰: 夫歌者上如
抗，下如坠，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如贯珠”数句，特意交代其来源。罗璧 “若无形无影
之声，模写最难。《礼记·乐记》曰: 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
乎端如贯珠。何啻亲聆其抑扬高下之声! 后来昌黎 《听琴》等作，虽写此而费辞矣”⑤ 推崇 《乐记》
比喻歌唱之妙的几个句子，摹写无形无影之声音最为形象，甚至认为韩愈这样的文章大家，所描写的

琴声美境同《乐记》七喻相比，显得辞费———仅仅从语言描写角度看，宋人也认为 《乐记》之音声描
写，达到了中国语言同类描写之最高境界。
要求词合乐美听，讲究“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累如贯珠，一方面使宋词在音乐性上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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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顶峰，诸如柳永词“又能择声律谐者用之” ( 王灼 《碧鸡漫志》)、“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
世”、“音律甚协” ( 沈义父 《乐府指迷》) ，周邦彦号称 “最为知音”，其词严分字之四声等，广为宋
人及后人津津乐道，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宋人走向格律化的创作道路，一以合律、谐婉为归，而忽视、
牺牲情感的表达、意境的创造。宋末杨缵 ( 守斋) 论作词五要，第一要择腔，第二要择律，第三要填
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仅第五为要立新意。创作层面的典型则为宋末张枢， “作 《惜花春起早》
云‘锁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 又不协，改为明字，歌之始协”①。自窗深，至窗幽，直至窗
明，纵然音律谐和，而意境则迥然不同。如此，必使词陷入协律之魔障，而趋向衰落。

小 结

正如论者所言，“在中国文艺史上，《乐记》的影响极为深远，自汉至明清，它不仅在音乐理论领
域雄霸了两千年，而且对文学 ( 包括戏曲、小说和诗歌、散文等) 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②。也就是说，《乐记》的影响，涵盖戏曲、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文体在内，我们很难说哪些
影响止限于词，哪些影响为其他文体所无，无论乐与政通、与人通，还是雅正的规范、贯珠的歌唱，
在诗歌、戏曲等多种文体的批评中，都有表述。但是显而易见，《乐记》介入宋代词学批评，则是经
由音乐文学一路，而非诗歌 ( 无论唐诗还是宋诗) 、散文一路，更非小说一路，这使 《乐记》思想对
词学批评的指导，更为直接、剀切。正是这个音乐文学的身份，使宋词较早地接受儒家正统音乐思想
的约束和鉴照，从而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宋史·乐一》载: 太宗至道元年 ( 995) ，“阮成，以示中书
门下，因谓曰: ‘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
尚存遗美。’”③《宋会要辑稿·乐五》及《宋史·乐十七》，皆言“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
宣布于外”④，当太宗、真宗们尚雅正、黜郑声时，作为独立文体的词观念，在宋人尚未形成⑤。苏轼
的“诗之裔”说，也要到元丰元年 ( 1078 ) 张先去世后方才问世。故以雅正思想绳衡音乐文体之歌
词，远在词之成为独立文体、词体地位得到提升之前，这无疑为宋词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其意义尤为
重大。同时，即使像雅正的规范在诗歌、戏曲等文体批评中也必然会存在，但宋代词学批评的雅正论，
还包括音律、音调、曲调之高雅; 宋人根据《乐记》音乐起源论，探讨词的起源，体现出特定的文化
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使《乐记》指导词学批评的层面更为丰富，内蕴更为深厚。

［作者简介］彭国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元祐词坛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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